
第十六章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 

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 

者的境况--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即使制造业使 

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今人感兴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 

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 

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 

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 

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 

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上考 

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得到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 

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 

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 

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 

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 

比以前过得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 

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 

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 

的全部资本或收入或至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 

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是真正有效的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 

仅仅是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 

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显然就 

是有区别的。 

    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 

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二定义，财富不 

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 

入仅仅添加到制造业使用的资本上，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 

定义，该国会变得更富，虽然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 

金也丝毫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他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 

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自然会提高劳动 

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未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 

名义上的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 

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 

全抵消这种作用，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 

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从总体上说大大增加。 

因而，根据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 

速度也许不会很慢。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一个不言自明 

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 

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跟着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 

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拥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 

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将有更多的穷 

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 

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一极其重要的因 

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由于其他原困，制造业的劳动同 



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即 

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很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 

上涨，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该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所 

能雇用的人。象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 

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非常高才能使进口 

和销售食物有利可图。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 

与其相类似的情形。我实际上特别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一非常明 

显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确实发展得很快。我国土地和 

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 

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 

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 

没有或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我认为，他们现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 

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得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 

在不通凤的、对身体有害的屋子里。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 

那么很显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时却在不断减少。因为我认 

为，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 

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 

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 

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 

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让人很难想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 

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缓慢。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毫无疑 

问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根据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 

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也许在这 

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人口的增长自革命以来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 

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 

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 

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 

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 

活资料。假如能确定无疑他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 

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 

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 

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 

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本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 

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 

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 

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 

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 

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 

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 

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 

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当前我国饲养家 



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 

农业全面进步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不能不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 

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上当令用于娱乐的马匹之众， 

乃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与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 

方面改变一下习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从而对于我国的人口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 

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 

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 

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 

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 

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 

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 

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 

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 

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 

的程度，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但问题 

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 

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 

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 

于其领上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 

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 

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 

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 

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 

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 

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 

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 

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 

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 

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 

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 

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 

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 

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 

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 

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 

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 

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 

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 

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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